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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政资金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粮草军需”，在中国式财政分权治理框架下县域普遍存在对上

级的财政依赖，这深刻影响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在理清财政依赖的历史形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逻

辑必然的基础上，分析了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并基于 2011 ～ 2022 年全国 2025 个县域的面板数据

对其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县域财政依赖导致财政支农投入不足，涉农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对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存在“阻滞效应”，但这种影响效应因县域所属地理区域不同、是否属于原国家级贫困县而存在

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分析表明，县域财政依赖主要通过资源错配、农业生产机械化以及农业经营规模

化三种渠道对乡村振兴形成“阻滞”，但农村电子商务能够显著弱化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的“阻滞效应”，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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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事关中
国式现代化发展全局。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出台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 2018 － 2022 年) 》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阶段性谋划。2020 年彻底消除绝对贫困问题之后，党和国
家“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021 年以“乡村振兴”直接命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实施，推进乡村振兴开始有法可依;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2025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
兴规划( 2024—2027 年) 》，提出 2027 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进展和 2035 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决定
性进展的阶段性目标。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
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要完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1］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框架中，财政发挥着“真金白银”的支撑
作用。［2］为衔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 － 2022 年) 》，2018 年 10 月财政部印发《财政部贯彻落实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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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着力构建完善财政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确保乡
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总量持续增加，为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奠定了财政基础。《2021 年中国
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提出，坚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支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国家重大区域
战略，着力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构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
强调，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为健全乡村

振兴多元投入机制指明了方向。在中央财政资金的“撬动”下各级政府不断强化财政效能，在补齐人居
环境短板、提升农产品供给质量以及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3］但在中国式分
权的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因财权与事权不匹配而形成对上级财政的过度依赖，特别是在脱贫攻坚过程

中贫困县可获得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贴息专项贷款等一系列倾斜性支持，进一步强化了县域对上级的财
政依赖，进而导致县域财政支出偏向于收益高、见效快的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而对乡村振兴的关键环
节和领域投资不足，导致部分区域的乡村振兴措施不可持续，［4］从而逐步偏离高质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的长期目标。
从已有研究来看，财政依赖作为财政分权制度体系下的重要经济现象之一，理论缘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财政联邦制理论。蒂伯特( Tiebout) 认为，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上具有独特的信息优势，加之
选民存在“用脚投票”的行为选择，地方政府将不断改善社会福利，努力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这被称为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5］钱颖一和温格斯特( Weingast) 将地方政府置于理性经济主体的假设之下，系
统分析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内在动力，建立起地方政府影响经济运行和参与经济活动的解释框架，形成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6］中国式财政分权化治理以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为鉴，形成“政治集权”与“经
济分权”的特殊制度安排: 一方面，地方政府为寻求辖区经济增长而展开竞争，导致地方财政收支缺口不
断扩大;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能够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政府官员晋升对地方政府行为施加影响，逐渐塑

造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财政依赖特征。
地方政府对上级政府的财政依赖削弱了地方政府发展辖区经济的动力，已有对财政依赖的研究大

多集中在转移支付、扶贫资金、土地财政等领域。在转移支付方面，朱德云和孙若源研究发现，转移支付
会因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行为错位扩大当期的财政缺口，并进一步增强地方的财政依赖。［7］但学术界对
其产生的经济效应评价尚未形成共识。周强等认为，财政转移支付能够产生共同富裕效应;［8］而储德银
和费冒盛的研究则发现，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张会抑制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从而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负向

激励。［9］在扶贫资金方面，陈少华等通过评估财政扶贫资金对贫困地区的影响，发现短期内村民得到的
初始收入大多用于储蓄而非消费，因此很难大幅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10］郗曼等的研究同样证实了贫困

县对财政扶贫资金的依赖程度越高，越会抑制农民收入的增长。［11］在土地财政方面，有学者认为，分权化
治理实践下地方财政收支失衡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12］导致地方政府陷入依靠出售土地弥补自

身财力缺口的困境，［13］但规模不断扩大的土地融资反而阻碍了国内工业增长和社会稳定。［14］随着中国
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实施，龚斌磊和王硕研究县乡财政困境以及财政支农政策发

现，县乡政府的财政支农支出能够显著提高农业产出效率和农民收入，［15］但在基层财源筹措困难与财政

支出不断增长的约束下，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压缩民生性支出降低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16］引发

的资本化效应加剧了当地居民的收入与财产差距，［17］并通过拉大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距使得农村资

金外流现象不断恶化，［18］导致基层财政资金难以有效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需要。另外，农村电子商
务作为强县富民的重大工程，能够显著推动县域经济和乡村振兴发展，［19］但现有关于财政依赖影响乡村

振兴作用机制的研究主要围绕地方政府的官员特征展开讨论，而忽略了整合财政资金培育壮大“县域富
民产业”对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作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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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于已有文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 第一，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更加精

准的财政支持体系，本文基于财政依赖和乡村振兴的制度背景和发展实际，从资源错配、农业生产机械
化以及农业经营规模化三个方面分析了财政依赖影响乡村振兴的理论机制; 第二，县域作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主战场，本文基于 2011 ～ 2022 年全国 2025 个县域的面板数据构建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并展开分析，拓展了以往文献的研究边界; 第三，选取电子商务这一新动能作为财政依赖影响乡村振兴

的调节变量，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目前大多数学者仅关注财政支出增收效应和地方官员异质性的研究视

域，从而为优化乡村振兴的财政支持体系提供有效的证据支撑。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1．中国式分权治理框架中财政依赖的历史形成
在财政分权的制度框架下，地方财政作为国家财政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承担着促进地区经济发

展、维护社会公平稳定以及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职责。［21］自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与地
方之间逐渐形成了“财权向上集中、事权留置下移”的“中国式财政分权”格局，激励地方政府通过利用财
政等公共资源配置撬动辖区经济增长，导致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基层政府形成“天然型财力缺口”，为破
解这一问题，中央政府逐渐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由此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依赖问题。2004 年
开始陆续推行“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制度改革，“省直管县”使得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可以直达县
级，避免了地级市政府对转移支付的截留，这对县级财政依赖存在逆向激励效应。［22］“乡财县管”将乡镇
财政支出权集中到县级政府，导致财政资金配置“重生产、轻服务”，进一步加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困
难。［23］在经历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税、“营改增”以及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后，地方政府
不得不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和预算外甚至体制外收入来破解财政收支矛盾。［24］

在中国贫困治理框架中财政居于主导和主体地位，为实现全体人民摆脱绝对贫困、迈向共同富裕的
伟大目标，中国政府不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累计投入 6600 亿元，在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后的 2021 ～ 2024 年中央财政仍累计安排衔接资金 6731

亿元，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25］在贫困治理过程中
划定贫困县是扶贫开发“区域瞄准”的重要策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向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倾斜，

为贫困地区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提供了良好的支持与保障。然而，规模庞大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在
改善贫困群众生活条件、支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滋生了地方政府“等要靠”的逆向激励，产生
了对上级财政专项资金的过度依赖，从而导致部分县域出现“争穷保帽”的现象，发展地区经济以摆脱贫
困、走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

2．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逻辑必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的时代背景而提出的伟大战略决策，既符合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也契合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的现实需求，成为解决好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根本指南，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
要引擎。
从理论层面来看，乡村振兴战略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发展和城乡融合理论，符合工业化、城

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内在的理论渊源和逻辑必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城
乡关系做了大量具有深刻思想洞见的论述，从社会分工的视角揭示了城乡关系从“依存、对立、再到融
合”的历史逻辑规律，然而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未来社会将彻底消灭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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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让“由社会全体成员所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并有计划地利
用生产力”，［26］城乡关系必然由对立走向融合，传统的乡村社会也进入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我国借鉴苏联发展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为支持重工业优

先发展和实施“赶超战略”，逐步建立和推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导致中国经济呈现典型的城乡二元结
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上选择了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在城乡关系中的主要表现就是农村发展
落后和农业现代化滞后，这根源于由非农带动“三农”的发展方针。［27］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标志着“三农”直接成为现代化的重点，乡村振兴不仅为中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
遵循，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一大创举。

从实践层面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回应，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迫切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
的脱贫攻坚战，［28］推动中国“三农”工作历史性的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从 2017 年在国家层面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陆续出台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不断建立健全乡村振兴的制度
框架和政策体系，引领乡村振兴取得积极进展。《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报告( 2018 － 2022) 》指出，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富民乡村产业持续壮大，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之乡村生态治理的有序

推进和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乡村发展活力被不断激发，极大地拓展了农民就业增收渠道，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短板”正在加速补齐。2025 年出台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 2024—2027
年) 》，再次对新时代新征程高质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做出战略部署，为推动农业全
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
遵循。

3．财政依赖与乡村振兴: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新时代新征程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已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全新突破口，［29］然而在中国式分权的

制度框架中县域拥有主要的经济权力，能够统筹配置县域各种资源要素实现辖区经济增长，也导致县域

普遍存在“天然型财力缺口”和对上级政府的财政依赖问题。在增长激励和收支矛盾的双重影响下，县
级政府财政资源向能够带来政治明星效应的产业和领域倾斜，形成“重城镇、轻农村”的配置格局，对乡
村振兴领域的资金投入力度和动能不足，难以支撑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导致乡村振

兴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
从财政依赖影响资源错配来看，乡村发展滞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始国家制度设计存在直

接关联，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公共财政资源配置偏向“三农”领域受到制度和“三农”禀赋约束。改革开放
后分散经营的小农户难以对接“大国家”和“大市场”，［30］加之乡村二三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门类不全，农
业比较收益在全产业体系处于劣势地位，长期必然导致农业农村发展滞后和农民陷入贫困。［31］在中国式
财政分权框架中，为弥补地方政府的“天然型财力缺口”，中央财政会对地方财政进行转移支付，包括财
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旨在均衡区域间的财力差距，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地方政府可以统筹安排使用; 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财政为实现特定宏观政策及其发展目标设立的

专项资金，必须按照规定用途使用，不得挪用。县级政府为谋求辖区经济增长，不仅积极争取上级的各
种转移支付，而且财政支出往往向能快速获得大量财政收入的房地产等非农产业倾斜，加之这种倾斜政

策随着“土地财政”而强化，导致县域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不足，难以激活乡村资源并对纾解乡村振兴困
局发挥引领性作用。
从财政依赖影响农业生产机械化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中国农业生产

长期呈现出分散化特征，导致“三农”领域资本积累和技术革新较为缓慢，这也成为农业农村发展滞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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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不高的关键因子之一。［32］为改善农机装备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2004 年启动实施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中央财政补贴资金从 2004 年的 0. 7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190 亿元，农机总动力实
现跨越式增长，［33］但也加剧了县域对上级的财政依赖。县级政府往往把改善农业农村发展条件和促进
农民持续增收的希望寄托于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弱化了县级政府自主投资“三农”、支持乡村振兴的激
励，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增幅有限。进一步地，较低的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阻碍了现代化生产
要素向乡村的流入，不利于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抑制了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的深度融合，难以

支撑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
从财政依赖影响农业经营规模化来看，农业规模化经营不仅是全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共同趋势，也是

中国农业经营制度转型和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34］改革开放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在
解放农业生产力的同时也造成耕地细碎化和小农户经营的规模不经济问题，为此，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旨在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然而“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
营”需要良好的政策支持体系和融资环境，分散经营的小农户其流动性往往不足以担负规模化经营的资
金投入，［35］这就需要发挥好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在中国式分权治理框架中，对县级政
府的财政激励会显著影响县级政府的政策选择和支持偏好，加之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导致县级
政府将重点支持能给地方带来独享税源的非农产业，而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不够，抑制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和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在一定程度

上对农业规模化经营形成“阻滞效应”，导致乡村振兴缺乏可持续的内生动力。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
提出以下两个可能的研究假说:

假说 1．县域财政依赖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存在“阻滞效应”。
假说 2．县域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的“阻滞效应”是通过资源错配、农业生产机械化以及农业经营规

模化三种机制实现的。

三、研究设计

1．模型设立
为精准识别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本文建立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

ruralit = α + β × findepit + λ × Xit + γi + μt + εit ( 1)

其中，ruralit表示乡村振兴水平，findepit表示财政依赖程度，Xit为一组控制变量，i 表示县域个体，t 代表时
间单元。α是截距项，β和 λ为待估参数: 若 β为正，则表示县域财政依赖能够促进乡村振兴发展; 反之，

则表示财政依赖会阻滞乡村振兴发展。γi 为县域固定效应，μt 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

由于当期财政依赖程度往往受到前期财政收支状况的影响，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具有明显

的路径依赖特征。因此，为考察乡村振兴发展的动态特征和财政依赖影响效应的滞后性，本文在控制变
量中加入了乡村振兴的一阶滞后项，构建如下的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

ruralit = α + η × ruralit－1 + β × findepit + λ × Xit + γi + μt + εit ( 2)
2．变量选择
( 1) 被解释变量: 乡村振兴( rural)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对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借鉴张旺和白永秀中国省域乡村

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36］本文立足于乡村的实际情况，下沉到县域这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战场，

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 个维度细化成 10 个指标，构建了乡村振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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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进一步地，采用熵权法赋予各个指标层相应的权重，最终计算得到的
乡村振兴指数用以衡量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

表 1 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产业兴旺 三产融合程度
农业发展水平

产业融合系数( 依据六次产业理论测算)
第一产业增加值 /地区生产总值

生态宜居 污染物排放量
医疗卫生条件

二氧化碳排放量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乡风文明 教育资源水平
文化服务水平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公共图书馆总藏量

治理有效 基层民主组织
政府干预能力

村民委员会个数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地区生产总值

生活富裕 农村居民收入
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 2) 核心解释变量: 县域财政依赖( findep)
财政依赖作为中国式分权治理框架中的一个普遍现象，目前学术界关于财政依赖的研究大多侧重

于“土地财政”，鲜有文献考察地方财政对上级转移支付的依赖及其经济后果。因此，本文考虑到县域财

政数据的可得性，参考郗曼等的做法将衡量财政依赖度的计算方式定义如下。［11］

findepit =
( finzhichuit － finshouruit )

finshouruit
( 3)

其中，findepit表示第 i个县域第 t年的财政依赖程度，finzhichuit和 finshouruit表示县域地方财政一般预算

支出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 3) 控制变量
为获得更加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参照已有研究，选取以下 6 个控制变量: 人口规模( lnpop) : 各县域

年末总人口的对数值; 储蓄水平( deposit) : 县域住户储蓄存款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消费能力
( consume)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通信基础设施( lnmessage) : 县域宽带接入用户
数的对数值; 工业发展水平( lnindustry) : 县域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对数值; 对外开放水平( lnforeign) :

县域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对数值。

3．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县市卷) 、中经网统计县域年度数据库、国

泰安( CSMAＲ) 县域经济数据库以及各县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按照年份和县域名称对所需
变量进行横向和纵向合并，最终形成了 2011 ～ 2022 年全国 2025 个县域完整的平衡面板数据集，变量的
统计性特征如表 2 所示。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存在较大变差，有必要按照上文构建的模型对财政依赖
影响乡村振兴的作用效果和异质性特征进行具体分析。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乡村振兴指数 rural 24300 9． 366 3． 688 2． 450 31． 429

财政依赖度 findep 24300 5． 545 8． 724 － 0． 795 126． 477

人口规模 lnpop 24300 12． 777 0． 926 8． 964 14．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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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水平 deposit 24300 0． 812 0． 434 0． 024 5． 465

消费能力 consume 24300 0． 335 0． 197 0． 004 4． 127

通信基础设施 lnmessage 24300 10． 938 0． 735 4． 970 16． 529

工业发展水平 lnindustry 24300 13． 618 2． 270 0． 693 18． 400

对外开放水平 lnforeign 24300 9． 484 1． 175 1． 875 20． 316

四、实证分析

1．基准回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运行遵循“先富带后富”的发展逻辑，其本质上具有非均衡的特征属性，加

之各县域在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导致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存在
差异。因此，本文采用同时控制县域和年份固有特征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识别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的
影响效果，并选用聚类稳健标准误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等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表 3

第( 1) 列的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即县域财政依赖对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存在显著的“阻滞效应”，本文的假说 1 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在于，县域财政依赖的现实困境
导致地方政府以弥补“天然型财力缺口”为中心任务，为快速发展辖区经济而展开竞争，即形成“为增长
而竞争”的激励格局，不仅造成财政资源的错配和财政资金使用效能不高，也导致地方政府高质量推进
乡村振兴的激励不足。加之一般性转移支付不限定使用用途和均等化的制度安排，加剧了县级政府对
上级的财政依赖和财政资源的错配程度，导致县域政府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财政资金投入

力度不足，难以满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要求，从而对乡村振兴发展形成“阻滞”。

上述基准回归中虽已尽可能全面地控制影响乡村振兴发展的其他变量，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较好地控制了不随个体、时间且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但考虑到上述估计可能面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郗曼等的做法，［11］将核心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 findepi，t － 1作为财政依赖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

段最小二乘法( 2SLS) 和广义矩估计( GMM) 回归，以解决基准回归结果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表 3 列
( 2) 和列( 3) 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2SLS 和 GMM 弱工具变量检验中的 K － P wald F 统计量均远大
于 10，表明工具变量选择有效，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而且 2SLS估计系数的绝
对值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有所增大，即未经过工具变量法处理的内生性问题导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低

估了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的“阻滞效应”。

另外，由于各县域出台的财政政策从制定、实施，再到对经济社会的运行产生效果必然存在一定的
时滞性，这就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依赖”惯性会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因此，

本文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引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分别采用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两种方法进
一步识别财政依赖影响乡村振兴的动态特征。表 3 列( 4 ) 和列( 5 ) 的动态面板序列相关检验显示，AＲ
( 1) 的 P值小于 0. 1 而 AＲ( 2) 的 P 值大于 0. 1，表明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 同时，异方差稳健的 Hansen

统计量的 P值均大于 0. 1，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证明了差分 GMM和系统 GMM估计的合理性。回归结
果中乡村振兴一阶滞后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乡村振兴发展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县域财政

依赖对乡村振兴发展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负，即财政依赖不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高的财政依赖水

平会引发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预期以及地方政府间过度竞争等问题，从而降低地方财政支

持“三农”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阻滞了乡村振兴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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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财政依赖与乡村振兴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 1)
FE

( 2)
IV_2SLS

( 3)
IV_GMM

( 4)
差分 GMM

( 5)
系统 GMM

findep － 0． 010＊＊＊
( 0． 002)

－ 0． 083＊＊＊
( 0． 007)

－ 0． 004＊＊
( 0． 002)

－ 0． 037＊＊＊
( 0． 008)

－ 0． 046＊＊＊
( 0． 005)

lnpop 0． 816＊＊＊
( 0． 063)

0． 225＊＊
( 0． 099)

0． 490＊＊
( 0． 214)

－ 0． 156
( 0． 097)

0． 143
( 0． 762)

deposit 0． 498＊＊＊
( 0． 133)

－ 0． 121
( 0． 097)

0． 669＊＊＊
( 0． 076)

0． 691
( 0． 638)

0． 215＊＊
( 0． 094)

consume 0． 626＊＊
( 0． 310)

0． 818＊＊＊
( 0． 168)

0． 425＊＊＊
( 0． 147)

－ 0． 056
( 0． 114)

0． 281
( 0． 830)

lnmessage 0． 263＊＊＊
( 0． 075)

0． 207＊＊
( 0． 101)

0． 111＊＊＊
( 0． 042)

0． 142＊＊
( 0． 065)

－ 0． 654＊＊＊
( 0． 184)

lnindustry － 0． 160＊＊＊
( 0． 034)

－ 0． 196＊＊＊
( 0． 034)

－ 0． 033＊＊
( 0． 015)

0． 179
( 0． 127)

－ 0． 248
( 0． 355)

lnforeign 0． 039
( 0． 025)

0． 187＊＊＊
( 0． 042)

0． 084＊＊＊
( 0． 012)

0． 542
( 0． 597)

L． rural 0． 964＊＊＊
( 0． 089)

0． 554＊＊＊
( 0． 069)

县域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K － P wald F统计量 58． 710 48． 604
AＲ( 1) _P值 0． 000 0． 000
AＲ( 2) _P值 0． 472 0． 354
Hansen_P值 0． 631 0． 235

N 24300 22275 22275 20250 22275
Ｒ2 0． 425 0． 595 0． 541

注: 括号内为聚类到县域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下同)

2．稳健性检验
基准估计结果表明县域财政依赖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存在显著的“阻滞效应”，但这一结果可能因

变量选择偏差和样本选择偏误的影响而偏离真实状况。为分析上述实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取以下
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农村地区的全面发展和繁荣，提高农民群众的

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因此，本文借鉴王奇等的做法，［37］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乡村振兴的代理变量，
即以县域 GDP的对数值衡量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估计结果见表 4 第( 1) 列。可以看出，替换被解
释变量后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的估计系数仍在 1%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县域财政依赖对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存在显著的“阻滞”效应，这与基准估计结果相一致。
( 2)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财政依赖作为中国式分权治理体系中的一个普遍问题，学术界对其测度的研究莫衷一是，为避免变量

选择偏差问题带来的影响，本文参考张国建等对财政依赖程度的度量方式，［38］用地方一般预算支出与地方

一般预算收入的比值作为财政依赖的代理变量，该值越大，说明县级政府的财政依赖程度越高。变换财政
依赖测度方式后的估计结果见表 4第( 2) 列。可以看出，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的估计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
平均和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即财政依赖会显著“阻滞”乡村振兴，印证了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 3) 剔除特殊样本
在中国县域层级体系中除“县”外还有县级市、市辖区等，它们虽然具有相同的行政层级，但在基础

321

财政依赖与乡村振兴



设施环境、城镇化进程以及行政管理权限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一般而言，县级市( 区) 具有较好的城市
设施，城镇化进程也比较快，加之县级市由省级直管、地级市代管，往往拥有“副地级市”的审批权，省会
城市管辖县受益于“强省会”战略，能够比普通县域获取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因此，考虑到某些县域的
乡村振兴水平已经发展到较高的阶段，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的“阻滞”效应可能会受到部分特殊县域的
影响，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县域，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的“阻滞”效应可能并不显著。因此，为识别县域财
政依赖对乡村振兴的净影响效应，本文在上述 2025 个县级样本观测值中依次剔除掉 369 个县级市、192

个地级市辖区、183 个省会城市管辖县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4 列( 3) ～列( 5) 。可以看出，依次剔除特殊
县域后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依然存在显著的“阻滞”效应，即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的“阻滞”效应并不是
某些特殊县域所贡献的，再次强化了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 1)
替换 rural

( 2)
替换 findep

( 3)
剔除县级市

( 4)
剔除市辖区

( 5)
剔除省会城市管辖县

findep － 0． 001＊＊＊
( 0． 000)

－ 0． 009＊＊
( 0． 004)

－ 0． 007*

( 0． 004)
－ 0． 006＊＊＊
( 0． 002)

findep2 － 0． 010＊＊＊
( 0． 00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县域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N 24300 24300 19872 21996 22104
Ｒ2 0． 828 0． 543 0． 580 0． 438 0． 533

3．异质性分析
( 1) 异质性检验 1: 基于不同区域
考虑到中国经济运行的非均衡特征和各县域经济禀赋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将总体样本按照所属省

( 自治区、直辖市) 进行区域划分，考察财政依赖影响乡村振兴的边界条件，进一步加深对财政依赖与乡
村振兴关系的认识，估计结果见表 5 ( 1) 。根据估计结果可以发现，财政依赖对不同区域乡村振兴均具
有显著的“阻滞”效应，但从估计系数大小来看，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阻滞”效应较大，东部地区次之，

而西部地区的“阻滞”效应最小。西部地区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阻滞”效应最小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囿
于地理区位的限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产业支撑能力不足，导致西部地区县域财政依赖强度显著
高于其他地区，然而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进程中大量专项转移支付的注入对乡村发展可以在短期内

取得相对较高的边际贡献，因而表现为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发展的“阻滞”效应相对最低。东部地区乡
村振兴发展有着良好的物质基础条件，县域财政依赖水平也最低，随着“工业反哺农业”“共同富裕示范
区”等政策的有效实施进一步推进了乡村振兴发展，这也导致县域财政依赖所产生的“阻滞”效应相对较
弱。但对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而言，它们不仅没有获得像西部地区那样的转移支付支持政策，也没有像
东部地区一样拥有优越的发展环境，虽然近年来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尝试借助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和

“空间溢出”效应融入东南沿海的发展，但由于产业壁垒的存在和发展基础的局限，很多县域为承接产业
转移，依然通过财税、土地等优惠政策取得竞争优势，由此导致县域政府公共资源配置扭曲，难以支撑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需要，从而导致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产生的“阻滞”效应大于其
他区域。
( 2) 异质性检验 2: 基于是否属于原国家级贫困县
在 2011 ～ 2022 年的样本期内，中国实施了人类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工程，历史性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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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在脱贫攻坚过程中，2013 ～ 2020 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
投入 6600 亿元，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 15980 亿元，即便在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后的衔接期
( 2021 ～ 2024) ，中央财政累计支持也达 6731 亿元，这些财政支持推动全国贫困县乡村振兴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因此，本文按照是否属于原国家级贫困县将总样本进行划分( 其中原国家级贫困县 794 个，一
般县 1231 个) ，估计结果见表 5( 2) 。从结果可以看出，财政依赖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阻滞”效应在
贫困县和一般县的估计中均得到证实。但从估计系数绝对值大小来看，一般县估计系数绝对值大于贫
困县，这表明贫困县域虽发展短板较多、自身发展能力不强、对上级的财政依赖也更高。不过也正是中
央财政专项资金和专项转移支付向贫困县域的注入，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地方财政资源配置的扭曲，缓释

了贫困县财政依赖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阻滞”效应。但在贫困县“脱贫摘帽”后怎样激励县域财政把
农业农村发展作为优先支持方向，培植乡村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表 5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 1) 基于不同区域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 2) 是否属于原国家级贫困县
贫困县 一般县

findep － 0． 012＊＊＊
( 0． 003)

－ 0． 120＊＊＊
( 0． 029)

－ 0． 005＊＊
( 0． 002)

－ 0． 026*

( 0． 014)
－ 0． 005＊＊
( 0． 002)

－ 0． 031*

( 0． 01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县域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6084 5880 10584 1752 9528 14772
Ｒ2 0． 639 0． 584 0． 472 0． 692 0． 467 0． 606

五、机制检验与拓展性分析

1．作用机制检验
前文的论证结果表明财政依赖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存在“阻滞”效应这一结论是稳健可靠的，但具

体的作用机制还缺乏经验性证据。目前大多数文献在因果关系识别和作用机制检验时选择中介效应模
型，但在具体估计中可能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加之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中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可能只

是相关关系，并不必然地构成因果关系，导致估计结果并不可靠。［39］为此，根据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本
文参照熊如意和肖建华的做法，［40］构建如下的机制检验模型:

Mit = α + β × findepit + λ × Xit + γi + ut + εit ( 4)
其中，机制变量 M依次包括县域资源错配( estate) 、农业生产机械化( moprod) 、农业经营规模化

( mooper) 三个变量。具体来看，县域资源错配选择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占县域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代理
变量，农业生产机械化选择每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所购置农机装备产生的总动力作为代理变量，农业

经营规模化选择县域农民专业合作社平均注册规模的对数值作为代理变量，其他变量定义与模型( 1) 相
同。估计结果见表 6 机制检验部分。第一，财政依赖对县域资源错配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财政依
赖会刺激县级政府把公共资源投向房地产等非农领域来巩固税源和谋求经济增长，导致县域资源错配

程度加深，不利于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第二，财政依赖对农业生产机械化的估计系数在 1%的统计性
水平上显著为负，即财政依赖对提升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可能的原因在于农业生

产存在投资周期长、风险高、回报慢的弱质性特征，县级政府在财政依赖框架下难以把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作为优先支持方向，进而抑制了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现代化
的进程，不利于乡村振兴发展。第三，财政依赖对农业经营规模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即财政依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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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抑制农业经营规模化，表明在财政依赖的压力之下，县级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政扶持力度不

足、覆盖面有限，导致合作社在长远发展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资本要素，也就难以形成乡村振兴发展新动
能。由此，本文的假说 2 得到验证。

2．拓展性分析:基于电子商务的调节效应
农村电子商务作为发展数字经济最好的抓手和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已成为实现农民增

收、引导农业供给结构改革以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自 2014 年开始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政策以来，受益于互联网技术进步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叠加《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
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2019—2025 年) 》《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 2022—2025 年) 》等政策红利，以农村电
商为核心的数字乡村建设步伐明显加快。截至 2022 年累计支持 1489 个县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财政部给予每个示范县 2000 万元的资金支持，用于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培训。那么，农村
电子商务发展能否缓解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发展的“阻滞”效应? 本文将在基准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加入
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县政策的虚拟变量及其交互项，设定以下模型进行拓展性分析:

ruralit = α + β1 × findepit + β2 × digitalit + β3 × findepit × digitalit + λ × Xit + γi + μt + εit

( 5)
其中，digitalit表示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县政策的虚拟变量，即将某个县域开始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试

点政策的当年及以后各年取值设为: digitalit = 1，反之则设为: digitalit = 0。当 β3 符号和 β1 符号一致时，

表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会强化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的“阻滞”效应; 反之，则意味着电子商务发展能够缓
解财政依赖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阻滞”效应。从表 6 的拓展性分析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财政依赖与
电子商务政策交乘项对乡村振兴的估计系数在 1%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
县政策缓解了县域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的“阻滞”效应。这表明政府财政支持的农村电子商务政策促进
了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重组县域要素资源、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建设县域商业体系，通过推动农
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行”，拓展了农民就业创业空间，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从而缓解了县级政府
由于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形成的“阻滞”效应，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破解之策。

表 6 作用机制检验与拓展性分析

变量
( 1) 机制检验

资源错配 农业生产机械化 农业经营规模化

( 2) 拓展性分析
农村电子商务

findep 0． 232*

( 0． 137)
－ 0． 383＊＊＊
( 0． 074)

－ 0． 012＊＊
( 0． 006)

－ 0． 027＊＊＊
( 0． 003)

digital 0． 095*

( 0． 050)

findep × digital 0． 035＊＊＊
( 0． 00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县域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24300 24300 24300 24300
Ｒ2 0． 315 0． 154 0． 603 0． 561

六、结论与启示

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走中国特色共同富裕道路必须构建完善的财政支持体系和体制

机制。本文系统梳理中国式分权治理框架中财政依赖的历史形成以及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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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必然，聚焦“县域”这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从理论和实证层面考察了县域财政依赖对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进一步使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进行拓展性分析。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县域财政依赖导致财政支农投入不足，涉农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对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存在“阻滞效应”，这一结论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县域所属地理区域
不同、是否属于原国家级贫困县，均会导致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的“阻滞效应”存在异质性特征。其中中
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阻滞”效应较大，东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的“阻滞”效应最小; 一般县的“阻滞”
效应大于贫困县。第三，县域财政依赖主要通过资源错配、农业生产机械化以及农业经营规模化三种渠
道对乡村振兴形成“阻滞”，但农村电子商务能够显著弱化财政依赖对乡村振兴的“阻滞效应”，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破解之策。

本文的研究为理解财政依赖与乡村振兴发展的关系提供了详实的经验性证据，对新时代新征程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思考。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中国当前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出发，
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加快推动财政纵向分权的深度调整，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和支出

责任清单，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模式，持续深化现代财税体制改革，通过稳定地方税源、充实地方财
力缓解县乡基层政府过重的财政负担和财政依赖问题; 健全以民生保障和公共福利为主、GDP增长为辅
的综合性官员晋升考核机制，逐渐矫正县级政府为弥补“天然型财政缺口”而引发的资源要素错配行为，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财政体制机制基础。第二，整合各类衔接资金和涉农资金，发挥财政资
金的“撬动”作用，引导各类资本要素投向乡村振兴，完善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长效多元化投入格局，为
农业生产机械化、农业经营规模化提供精准的财力支撑，［41］提高财政资金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集约效
益。第三，把新增专项转移支付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倾斜，但应调整“一刀切”的转移支付形式，通
过产业培育、技术转移、人力支持、培训援助等方式提升“脱贫摘帽”县域的自我发展能力，不断降低其对
专项转移支付的依赖，打造融合配套、错位分工、优势互补的乡村振兴发展区域新格局。第四，发挥电子
商务挖掘乡村特色资源和连接市场的功能，利用数字技术有针对性支持县域发展特色产业，搭建农产品

产销对接新平台，创新“电商 +直播”、“平台 +农户”等发展新模式，不断催生“农业 +”经济新业态，向
开发农业多种功能要潜力，推动“农业上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培育新动能，不断缓解和弱化财政依
赖对乡村振兴的“阻滞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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